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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的关系,其他潜在调节变量则不显著。 总体而言,中国的社会救助存在福利依赖,但是程度并不严重。 现

阶段应着力改善社会救助体系以及规范劳动力市场,以降低社会救助中福利依赖扩散和加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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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既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也是一项

复杂的实践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

裕,不能搞“福利主义”那一套。 当年一些拉美国家

搞民粹主义,高福利养了一批“懒人”和不劳而获者,

结果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

不能自拔[1]。 因此,在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

实现福利给付增量提质的同时如何有效防止或者应

对“福利依赖(welfare dependency)”问题,逐渐成为

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处

理好这一议题不仅有利于发挥好社会政策的兜底功

能,而且有助于在促进公平正义的过程中提高分配

效率,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之间“水涨船高”

的内在关系。 在社会保障的项目中,鉴于社会救助

兜底的福利属性与功能定位,现有关于福利依赖的

讨论主要集中在社会救助研究场域。

学术研究方面,1984 年 Charles Murray 在《失去

的基础:1950-1980 年美国社会政策》中正式提出福

利依赖的概念[2],此后福利依赖逐渐成为社会政策

领域的一个经典议题,西方世界和中国的学者们从

多个方面对该议题进行了探讨。 在中国,尽管带有

反福利依赖理念的救助项目自古有之,比如缘起于

春秋战国时期的“以工代赈”,但是真正围绕这一术

语展开学术讨论主要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的建立。 在该制度建立之初,就有文章指

出,低保标准并非越高越好,应该明显低于个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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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平均收入水平,以鼓励居民自食其力,减少“养

懒汉”现象[3]。 此后,随着低保的提标扩面以及附带

福利的叠加,“低保金变成了养懒金”“低保养懒汉”

“低保福利依赖” 等词句不断出现在学术研究当

中[4-7]。 考虑到福利依赖问题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以及过度的福利依赖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深入探

讨福利依赖对于社会救助制度转型、逐步走向成熟

的中国社会来说是必要且重要的。

关于福利依赖研究,一个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是福利依赖是否已经存在,后续一切关于福利依赖

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都应建立在对该问题的事实

判断的基础上。 然而学者们对于中国社会救助中是

否存在福利依赖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无论是理

论思辨文章还是实证分析文章,在这一问题上的分

歧相当严重。

二、文献回顾:福利依赖的三种争论

在西方,福利依赖最常见的测量指标是福利领

取的周期,福利领取周期越长,个人或家庭的依赖程

度越严重[8]。 此外,个人或者家庭总收入中福利收

入的比例是衡量福利依赖程度的另一常用指标[9]。

在中国,除这两项通用指标外,多数学者主要从就业

行为、就业意愿等指标测量福利依赖程度[10-14]。 因

此,在中国社会救助领域,关于福利依赖的讨论,最

为核心的问题是低保对象的福利领取是否对就业产

生了抑制作用。 纵观已有研究,学者们主要形成了

三种观点:一是强调福利对就业产生了抑制作用,认

为福利依赖效应已经存在;二是否定福利对就业产

生抑制作用,认为福利依赖效应不存在或存在条件

不充分;三是认为福利与就业关系复杂,反对简单化

判断是否存在福利依赖效应。

(一)福利依赖已经存在

在 21 世纪之初,学者们主要基于调查数据的

描述分析以及实地调研的直观感受认为福利依赖

已经存在。 蓝云曦、周昌祥发现低保对象找工作积

极性不高,主观上不愿劳动,福利依赖问题已经产

生[15] 。 洪大用利用北京市民政局 2003 年的调查

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尽管低保对象生活困

难,但相当部分具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就业意愿

明显不足[16] 。

此后,随着地方调查数据的涌现,研究者开始利

用计量模型对福利依赖问题进行分析。 王欣基于北

京市宣武区的调查数据,利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研究

发现,长期的福利救助会削弱贫困人员的求职意

愿[10]。 王增文基于中国 16 省 37 县市的社会救助对

象抽样调查数据,利用 Logistic 模型研究发现,家庭

人均社会救助收入以及社会救助配套项目的享有对

社会救助对象的再就业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

响[11]。 其另一研究利用倾向度匹配方法也发现,相

较于非社会救助家庭,社会救助家庭的再就业意愿

以及劳动供给行为显著减少[17]。 慈勤英、兰剑基于

2014 年湖北省和辽宁省的调查数据,认为“救助依

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因为从统计上来看低保

救助福利显著增加了贫困人员失业的可能性,并且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再就业意愿[12]。 冯帆利用南京

市 2018 年 2 月 27 日的客观截面数据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同样发现低保金的提高会对再就

业产生抑制作用,福利依赖现象一定程度上存在[18]。

除了地方数据,一些基于全国调查数据的研究

同样发现低保领取产生了明显的就业逆向激励。 刘

璐婵、林闽钢对民政部 2013 年城乡低收入家庭调查

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城市低保受助者劳动力

市场参与率低,“养懒汉”问题已普遍存在[7]。 姚建

平基于 2015 年全国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数据

(CLIFSS),利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发现低保和医

疗救助对城乡低收入家庭成员就业具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13]。 刘一伟基于 2014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

据(CFPS),利用 Probit 模型研究发现,享有低保的人

员外出就业的概率要低于未享有低保的人员,低保

存在“福利依赖”与“养懒汉”现象[19]。 韩华为使用

倾向值匹配和双重差分相结合(PSM-DID)的因果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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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策略,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12 年和

2014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论证,同样发现低保会显著

降低有劳动能力受助个体的就业激励[14]。 还有研究

不仅在数据来源、模型方法等方面不断发展,对因变

量的概念操作化也进行了创新。 孙伯驰、段志民将

平均就业时间作为就业参与的测量变量,利用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 年和 2014 年的面板数据

以及 PSM-DID 方法,发现低保救助会减少农村家庭

的劳动时间,因此存在显著的福利依赖效应[20]。

不过,相较于低保金,有研究认为真正逆向激励

低保对象就业参与的救助福利其实是低保背后的各

种专项救助①。 黄晨熹基于上海市的问卷调查,发现

附带福利是影响低保对象是否愿意工作的重要因

素[21]。 徐月宾、张秀兰指出,福利依赖并非因为低保

标准过高,而是由于低保资格附带很多利益,一旦失

去低保资格,家庭将面临很多风险[22]。 面对各类附

带福利的“诱惑”,低收入困难家庭往往通过各类方

式降低收入水平,甚至采取不就业的方式来维持低

保资格,从而不断享受附带福利[23-24]。

(二)福利依赖尚未存在或条件不充分

遵循福利领取是否会抑制救助对象就业的逻

辑,有研究基于调查数据强调中国福利依赖不存在

或存在条件不充分。 韩克庆、郭瑜基于北京等全国

六省市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低保救助削弱就业动

机的结论缺乏明显的证据支持,事实上有劳动能力

的救助对象不仅就业意愿较强,而且还有较强的改

变贫困的动机[5]。 肖萌、李飞跃利用多项 Logistic 回

归模型对 2013 年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项目

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无论是低保金的领取时间,还是

低保附带福利,对低保对象的就业均没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低保对象就业参与的主要是因为就业能力

不足以及市场就业机会的缺乏[25]。 肖萌等利用事件

史分析方法,对 2014 年“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

策支持系统建设”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城市低保

对象退保难与工作积极性下降无关,其中的主要原

因在于极为有限的低保金很难使被救助者完全依赖

于救助[26]。 徐月宾等利用在济南、长沙和包头三个

城市收集的调查数据,按照不同的低保金对家庭收

入的替代率进行模拟研究,发现福利依赖性问题被

夸大了,许多低保受益人实际上从事非正式工作(尽

管这些工作的工资很低),他们存在与健康问题和家

庭需求有关的就业障碍[27]。 马爽同样利用这套数据

展开研究,认为调研数据不能支持制度性因素产生

就业负激励的观点,救助水平较高的低保对象找工

作的概率高于救助程度较低的低保对象,不过超过

半数的低保户在过去的 1 年中接受过教育救助、医

疗救助或者住房救助[28]。

也有研究者从侧面角度强调福利依赖的条件并

不充分。 例如,陈泽群基于对广州市低保对象及政

府官员的访谈,发现低保金标准过低,不足以削弱低

保对象的工作动机[29]。 低保对象长期维持低保资格

只是为了获取医疗、住房、教育等专项救助福利[30]。

关于低保领取不会对就业参与产生逆向激励的解

释,包括低保金水平低,公示带来的“羞辱感( stig-

ma)”,严格的家计调查与明确的禁止性规定,烦琐

的申请程序,差额救济原则,自力更生与艰苦朴素的

福利文化,“看菜吃饭”、量入为出、总量预先控制的

弹性逻辑等[6][29][31-32]。

此外,有学者认为福利领取对就业具有显著的

促进效应。 高琴等基于上海城市低保的研究表明,

低保福利实际上有助于贫困家庭投资人力资本[33],

福利领取能够促进受助个体的生产能力并对其就业

产生正向影响[14]。

(三)对福利依赖的判断不应简单化

部分学者认为低保领取与就业的关系是复杂

的,并非“救助会导致福利依赖,而就业能避免福利

依赖”,即救助和就业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或替代

关系[6],因此对福利依赖的判断不应简单化。 低保

对就业行为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4][34]。 有学

者强调中国的福利依赖不同于西方语境下的福利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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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中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福利依赖主要是依赖福利

资格而非福利水平[35]。 低保制度所致的“福利依

赖”是低保障水平下,居民为提高收入水平而弱化

“正规就业”的权宜之计,并不是慷慨的福利给付导

致低保对象策略性降低劳动激励的一种生存策

略[31]。 因此,刘璐婵强调在研究中国的福利依赖问

题时,需要更多地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选择更适合

中国的福利依赖概念[36]。

(四)文献评述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低保福利依赖话题保持很

高的关注度,在数据来源、模型方法、指标选取上不

断推陈出新。 然而也正是因为学者们使用不同数

据、模型方法、变量衡量指标,研究结论之间存在较

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判断福利依赖是否存在的问题

上。 在西方国家,福利依赖时常被新右派用来打击

当代福利国家体制,具有较为浓厚的价值判断色彩,

甚至带有“懒惰”的负面标签。 鉴于此,对于福利依赖

的判断需要慎之又慎,既不能夸大福利依赖的严峻

性,也不能忽视福利依赖的可能性。 本研究认为有必

要对于中国社会救助的福利依赖问题进行再反思,并

尝试对以往研究中互相矛盾的结论进行“调和”,以期

能够对这一问题得出更加全面、客观的结论,同时进

一步探讨已有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 使

用元分析(meta-analysis)方法不仅可以对不同的实证

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一个加权平均的效应大

小(effect size),消除一些特殊的实证分析的偏差,还

可以进行调节效应分析,识别出导致以往的实证研究

产生不同结果的影响因素。 因此,本研究在全面深入

研究和系统综合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利用元分析方法

从总体层面对福利依赖问题存在与否做出判断,并找

出造成现有研究结论差异的潜在原因。

三、研究设计

知识的进步是基于对以往研究的综合和积累,

而元分析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37]。 有学者

将元分析定义为“一种以效应大小的形式综合实证

研究结果的定量方法” [38]。 元分析可以被看作围绕

特定主题对现有研究进行的系统的文献综述,但是

与常用的文献综述形式相比,它以定量的方式总结

了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操作程序上遵循严

格、固定的流程,因而是可复制的和透明的。 此外,它

侧重于分析效应大小而不是统计显著性,可以更精确

和有效地分析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 自 20 世

纪 70 年代以来,元分析已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和医学

等一些领域,但在公共管理和政策、政治学、社会学和

其他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尚没有得到普及[39]。 综合比

较社会科学领域已有采用元分析方法的研究[40-41],本

研究选择 Ringquist 提出的元分析方法[39]。 该方法的

特点是结合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如相较于实验方法

更多使用非实验的调查数据、经常汇报多个回归系数

等),对心理学和医学中的传统元分析方法进行调整,

并将其应用到社会科学。 由于福利依赖的相关实证

研究多采用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且经常汇报多个回归

系数,因此采用该方法是比较合适的。

(一)文献检索与筛选

本研究在中国知网(https: / / www. cnki. net / )中

以“主题”为维度开展中文文献搜索,在科学网(Web

of Science)中以“ abstract” 为维度开展英文文献搜

索。 考虑到已有研究的质量及聚焦性,中文研究仅

限于 CSSCI(含扩展版)来源期刊,英文研究仅限于

包含 SCI、SSC 的核心合集数据库来源期刊。 对于中

文文献,本研究选取“福利依赖” “救助依赖” “低保

依赖”“低保就业”等检索词。 对于英文文献,主要以

三组关键词的组合形式进行检索: (“ dibao” OR

“social assistance” OR“ social welfare” OR“welfare de-

pendenc∗”) AND (“ employment ” OR “ job ”) AND

(“China”OR“Chinese”)。 此外,为了确保对文献进

行全面审查,本研究不仅搜索上述数据库中的文献,

还通过滚雪球(Snowballing)②、手动搜索、搜索认证、

引用文章等方式确定其他来源的文献。 文献检索的

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最后只有符合以下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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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才会被纳入元分析中:第一,属于定量研究;第

二,文献的因变量包括一项或多项就业指标;第三,

文献的自变量包括一项或多项福利领取指标;第四,

文献提供了足够的信息来计算效果大小;第五,文献

实证考察了中国社会救助(低保)的福利领取与就业

之间的关系。 经过一系列筛选,本研究最终获得符

合标准的文献 26 篇。

(二)效应大小的计算

在元分析中,原始研究的系数通常要转化为效

应大小(effect size)。 所谓效应大小是被纳入元分析

的实证研究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大小的标准化衡

量结果,后文提到的 6 种方法都是标准化的具体方

法[39]。 用于衡量效应大小的指标有很多,如基于皮

尔逊相关系数的效应大小(Pearson’ s r)、基于科恩

的标准化均差的效应大小(Cohen’ s d)、基于风险比

的效应大小(Odds ratio)。 不同的指标适用的情景有

所差异,如皮尔逊相关系数常常适用于因变量为连

续性变量的情境,科恩的标准化均差常常适用于有

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实验研究,风险比常常适用于因

变量为二分变量的情况。 本研究采用皮尔逊相关系

数来衡量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原因有二:第一,

虽然一些研究用是否就业这个二分变量来衡量就业

这个因变量,但是仍然有很多研究将就业操作化为

连续性变量,皮尔逊相关系数适用于连续性变量的

情况,且二分变量的风险比可以转换为皮尔逊相关

系数。 第二,关于福利依赖的研究来自不同的学科,

但这些定量研究基本上都汇报了社会救助与就业之

间的回归系数,将它们转化为皮尔逊相关系数更为

便捷。 根据原始研究中不同的结果汇报方式,本研

究采用不同的方法计算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效应

大小。

第一种方法:当原始研究汇报回归系数和标准

误时,首先利用公式(a)计算出 t 值,然后利用公式

(b)计算效应大小。 b 表示回归系数,s 表示标准误,

t 为 t 检验统计量,df 为自由度,r 为基于皮尔逊相关

系数的效应大小。

t = b
s

(a)

r = t
t2+df

(b)

第二种方法:当原始研究直接汇报 t 值,直接可

以利用公式(b)计算效应大小。

第三种方法:当原始研究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

估计且汇报回归系数和标准误时,首先利用公式(c)

计算出 z 值,然后利用公式(d)计算效应大小。 b 表

示回归系数,s 表示标准误,z 为 z 检验统计量,n 为

样本量,r 为基于皮尔逊相关系数的效应大小。

z= b
s

(c)

r = z
n

(d)

第四种方法:当原始研究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

估计且直接汇报 z 值时,可以直接利用公式(d)计算

效应大小。

第五种方法:当原始研究汇报的回归系数缺少

标准误,且用星号标注显著性水平时,首先利用 p 值

计算出 t 值或 z 值,然后利用公式(b)或(d)计算效

应大小。

第六种方法:当原始研究汇报的是不显著的关

系,且没有其他有效信息可以计算 t 值或 z 值时,将

效应大小直接赋值 0。

(三)调节变量的选择

在了解社会救助与就业总体关系的基础上,人

们可能还想进一步了解以往的研究为什么会得出不

同的结论,以及为什么在关系显著性、关系方向、关

系强弱等方面存在差异,对此,本研究进行调节效应

分析。 具体综合有关福利依赖的各个实证研究的特

征,从四个方面识别出了 9 个潜在的调节因素(即导

致现有探讨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

不同实证结果的影响因素):数据方面(包括是否使

用面板数据、是否使用全国代表性样本、是否使用城

·79·



市样本、数据收集的时间)、变量方面(包括社会救助

的测量方式、就业的测量方式)、模型方面(是否使用

匹配方法)、文章方面(包括文章发表时间、期刊学科

类别)。

1. 是否使用面板数据

大部分符合本研究元分析的文献使用的是截面

数据[42-44],也有一些文献使用了面板数据[14][20]。 相

较于截面数据,面板数据具有明显的优势,这是因为

面板数据可以追踪不同时间下的社会救助与就业关

系,可以控制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变

量[39][45]。 以往的元分析中,使用截面数据还是面板

数据往往成为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45]。 社会救助与

就业的关系可能因研究使用数据类型不同而不同,

因此本研究将是否面板数据作为一个潜在的调节变

量:0 =否,1 =是。

2. 是否全国代表性样本

大部分采用元分析方法的研究使用的是全国代

表性样本,比如孙婧芳使用中国收入分配调查数

据[46],李睿等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47],韩

华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14];也有一些研究

使用了某个或某些地区的样本[5][18][43]。 使用样本

存在差异可能导致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不同,因

此本研究将是否使用全国代表性样本作为一个潜在

的调节变量:0 =否,1 =是。

3. 是否城市样本

尽管近年来政府在缩小城乡各方面差距上付出

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成效,但是在某些方面,城乡

差距依然比较明显。 在研究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

时,有的文献使用了农村样本[11][14][20],有的文献使

用了城市样本[5][25][44],还有少数研究将城乡合并在

一起进行分析[13][43][48]。 考虑到中国社会救助制度

和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差异,使用样本的城乡地区类

型不同可能会使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不同,因此

本研究将样本类型作为一个潜在的调节变量:0 =农

村样本,1 =城市样本,2 =城乡合并样本。

4. 数据收集时间

在研究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时,学者们使用

的数据来源于不同的年份。 在纳入本研究元分析的

文献中,数据收集最早的时间是 2002 年[49],数据收

集最晚的时间是 2018 年[18]。 在这 17 年中,改革开

放持续推进,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

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救助制度也日益走向

规范成熟。 一方面,救助标准和待遇水平的逐步提

高可能会加剧福利依赖;另一方面,社会救助的就业

发展导向日益明确可能会抑制福利依赖。 综合来

看,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很有可能在不同的时期

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数据收集时间是一个潜在

的调节变量。

5. 社会救助的测量方式

尽管关于福利依赖的实证研究基本上考察的是

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但是不同的研究采用了不

同的方式测量社会救助和就业这两个关键变量。 其

中衡量社会救 助 的 常 用 指 标 包 括 是 否 享 受 低

保[14][20][46]、享受低保的时间[21][25][50]、低保金的额

度[5][13][43]、采用专项救助的数量[44],还有研究采用

福利依赖心理指数[4]、救助满意程度[5]、是否预期未

来有更多政府救助[13]等衡量社会救助。 从学术研究

的角度来说,社会救助的测量方式很可能会影响社

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因此将社会救

助的测量方式作为一个潜在的调节变量:1 =是否享

受低保(包括是否享受低保、低保覆盖面),2 =享受

低保时间,3 =享受低保数额(包括个人救助收入占

比、人均救助收入、低保标准、家庭救助收入占比、月

低保金),4 =专项救助(包括专项救助项目总数、人

均专项救助数量、低保外补贴数额、是否享受医疗救

助、是否享受教育救助、是否享受住房救助、是否享

受低保配套项目),5 =其他(包括救助满意度、福利

依赖心理指数、是否预期未来更多政府救助等)。

6. 就业的测量方式

福利依赖的实证分析文章中,关于就业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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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常用的测量指标包括就业意

愿[10][11][47]和就业状态[13][14][43],也有一些研究使用

工作时长[48-49]、工资额度[46]、求职强度来衡量就

业[21]。 就业的测量方式有可能会影响社会救助与就

业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因此将就业的测量方式作

为一个潜在的调节变量:1 =就业意愿,2 =就业状态

(包括是否就业、是否寻找工作、家庭就业率、地区就

业率),3 =工作时长,4 =工资额度,5 =其他(求职强

度、退出低保的风险等)③。

7. 是否使用匹配方法

在探讨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文章

中,一个很常见的做法是比较接受社会救助和没有

接受社会救助的人群在就业方面的差异。 若接受社

会救助的人在就业方面表现更不好,则表明社会救

助与就业负相关,福利依赖一定程度上存在。 然而,

数据分析中,接受社会救助与没有接受社会救助的

人群在基本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家庭困难及需求等

方面与没有接受社会救助的人群存在显著差异,而

这些因素又会影响就业状况,此时采用倾向得分匹

配等匹配方法能获得较为稳健、有效、精确的估计结

果。 但现有的文献中,仅有少数文献使用了匹配之

后的数据进行分析[14][17],大部分文献没有考虑匹配

的问题[47][51-52],这也会导致最终估计结果的差异。

因此将是否使用匹配方法作为一个潜在的调节变

量:0 =否,1 =是。

8. 文章发表时间

纳入本研究元分析的文献中,最早的文献发表

在 2006 年[4],最晚的文献发表在 2021 年[46-47][49]。

一方面,文章发表距离现在越近,使用的样本和数据

有可能越新;另一方面,学术研究的方法与技术也在

不断更新和演进,文章发表时间距离现在越近,文章

使用的分析方法有可能越复杂和精确。 因而,发表

时间不同也会导致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

结果有差异。 由此,将文章发表时间作为一个潜在

的调节变量。

9. 期刊学科类别

福利依赖是一个多学科都在参与探讨的问题,

实证分析这一问题的文章,既有发表在社会学期刊

上的[5][14][25],也有发表在经济学期刊上的[20][43][46],

还有发表在公共管理期刊上的[13][17],此外,一些综

合性期刊也会发表一些福利依赖的研究[18][53-54]。

尽管学科交叉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是不同的学科

和研究领域在方法论倾向、研究范式、写作风格等方

面仍然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同一问题的分析结果可

能因学科类别的不同而有差异。 因此将期刊学科类

别作为一个潜在的调节变量:1 =社会学类,2 =经济

学类,3 =公共管理类,4 =综合类。

(四)分析策略

在从样本文献中提取效应大小和调节变量等数

据之后,本研究使用了 R 软件中“metafor”命令包进

行元分析[55]。 将皮尔逊相关系数作为效应大小的衡

量指标,根据 Card 和 Ringquist 的建议[38-39],首先把

Pearson’s r 转化为 Fisher’ s z,以解决统计上的小样

本问题④,然后把经过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

分析所得的 Fisher’s z 形式的效应大小转换为 Pear-

son’s r,以便解读⑤。 元分析中常用的主要有两个模

型: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 model)和随机效应模

型(random-effects model)。 在进行元分析时,如果纳

入的实证研究在数据、变量、模型等方面存在较大的

差异,则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是更为合适的选择,这是

因为随机效应模型允许研究间存在异质性,并能将

异质性纳入分析。 如前所述,由于纳入本研究元分

析的实证研究在数据、测量、模型、文章发表等方面

的差异性也较大,因此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更为合适。

此外,由于实证研究往往采用不同方式测量同一变

量,或者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因而从同样

一个研究中可以提取出多个效应大小,此时纳入元

分析的效应大小就不符合样本和数据的独立性要

求,一般的随机效应模型不再适用,更合适的选择是

三层随机效应模型( three-level random-effects m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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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56]。

在具体的分析中,首先,利用三层随机效应模型

估计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总体效应大小,从实证

研究中提取的效应大小的权重为其方差的倒数;其

次,为了解释效应大小的差异,进行单变量的调节效

应分析,即分别对上文识别出的 9 个潜在调节因素

进行分析;最后,考虑到调节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

将所有 9 个调节变量同时放入模型之中,做进一步

的调节效应分析。

四、实证结果

在用从实证研究中识别的效应大小进行分析

时,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总体效应大小表示为

r = -0. 065(z = -2. 338,p = 0. 019);对从实证研究中

识别的效应大小在 99% 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以排

除极端值的影响,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总体效应

大小表示为 r = -0. 070(z= -2. 751,p=0. 006)。 两个

效应结果均表明,社会救助与就业在总体层面存在负

相关关系,接受社会救助对就业会产生负面影响,福

利依赖存在。 但需要注意的是,总体效应的系数非常

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利依赖在中国并不算是一个

严重的问题。 此外,分析总体效应时,社会救助与就

业的关系存在很大的异质性 (Q = 79271. 903⑥,p<

0. 001,I2 = 99. 45% ⑦),为了解释这种异质性,本研究

从文章、数据、变量、模型四个方面识别了一些调节变

量,并进行了单变量和多变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表 1 汇报了单变量分析的结果。 文章层面,社

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总体上并没有随着发表年份

(b= -0. 008,p = 0. 180)和期刊学科类别(Q(3)=

5. 411⑧,p = 0. 144)的变化而显著变化,但如果按照

期刊的不同学科类别来看,发表在经济学类期刊上

的文章更有可能呈现一个关于社会救助与就业的负

向关系(r = -0. 142,p = 0. 001)。 四个数据层面的调

节变量(是否面板数据、是否全国代表性数据、是否

城市数据、数据收集年份)都没有显著地调节社会救

助与就业的关系(p>0. 1)。 如果对四个数据层面的

调节变量分别分组,负项关系更有可能出现在使用

截面数据、全国代表性数据、城市数据的研究中。 变

量层面,社会救助与就业的总体关系会随着就业测

量方式的变化而显著变化 ( Q ( 4 ) = 56. 121,p<

0. 001),但不会随社会救助测量方式的变化而显著

变化(Q(4)= 3. 849,p=0. 427)。 相较于使用就业意

愿、就业状态、就业持续时间、其他测量方式来衡量

就业,使用工资额度来衡量就业的研究更有可能发

现社会救助与就业的负向关系。 模型层面,是否使

用匹配方法并没有显著地调节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

系(Q(1)= 0. 258,p = 0. 612),但分组来看相较于使

用匹配方法的研究,未使用匹配方法的研究更有可

能发现社会救助与就业的负向关系。

表 1 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单因素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变量 k r 或 b z p 95% CI

总体效应大小(原始数据) 197 r = -0. 065∗∗∗ -2. 338 0. 019 [-0. 119,-0. 011]

总体效应大小(剔除极端值) 197 r = -0. 070∗∗ -2. 751 0. 006 [-0. 120,-0. 020]

文章方面

　 文章发表时间 197 b=-0. 008 -1. 340 0. 180 [-0. 020,0. 004]

　 期刊学科类别(Q(3)= 5. 411,p=0. 144)

　 　 社会学类 96 r = -0. 015 -0. 406 0. 685 [-0. 089,0. 059]

　 　 经济学类 62 r = -0. 142∗∗∗ -3. 413 0. 001 [-0. 221,-0. 061]

　 　 公共管理类 13 r = -0. 035 -0. 442 0. 658 [-0. 190,0.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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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调节变量 k r 或 b z p 95% CI

　 　 综合类 26 r = -0. 088 -1. 578 0. 115 [-0. 195,0. 021]

数据方面

　 是否面板数据(Q(1)= 1. 463,p=0. 226)

　 　 否 169 r = -0. 084∗∗ -3. 032 0. 002 [-0. 138,-0. 030]

　 　 是 28 r = -0. 002 -0. 037 0. 971 [-0. 123,0. 118]

　 是否全国代表性样本(Q(1)= 0. 023,p=0. 880)

　 　 否 53 r = -0. 065 -1. 625 0. 104 [-0. 143,0. 013]

　 　 是 144 r = -0. 073∗ -2. 152 0. 031 [-0. 139,-0. 007]

　 是否城市样本(Q(2)= 0. 786,p=0. 675)

　 　 农村 38 r = -0. 050 -1. 045 0. 296 [-0. 143,0. 044]

　 　 城市 143 r = -0. 070∗ -2. 303 0. 021 [-0. 129,-0. 010]

　 　 城乡结合 16 r = -0. 118 ~ -1. 775 0. 076 [-0. 245,0. 012]

　 数据收集时间 197 b=-0. 008 -1. 314 0. 189 [-0. 020,0. 004]

变量方面

　 社会救助的测量方式(Q(4)= 3. 849,p=0. 427)

　 　 是否享受低保 79 r = -0. 083∗ -2. 078 0. 038 [-0. 161,-0. 005]

　 　 享受低保时间 17 r = -0. 155∗ -2. 479 0. 013 [-0. 273,-0. 033]

　 　 享受低保数额 34 r = -0. 033 -0. 724 0. 469 [-0. 122,0. 057]

　 　 专项救助 60 r = -0. 073 -1. 590 0. 112 [-0. 161,0. 017]

　 　 其他 7 r = -0. 003 -0. 038 0. 970 [-0. 169,0. 163]

　 就业的测量方式(Q(4)= 56. 121,p<0. 001)

　 　 就业意愿 32 r = -0. 038 -0. 966 0. 334 [-0. 113,0. 039]

　 　 就业状态 116 r = -0. 035 -1. 387 0. 165 [-0. 084,0. 144]

　 　 工作时长 21 r = -0. 097 ~ -1. 928 0. 054 [-0. 193,0. 002]

　 　 工资额度 16 r = -0. 446∗∗∗ -8. 218 0. 000 [-0. 532,-0. 350]

　 　 其他 12 r = -0. 097 -1. 367 0. 172 [-0. 233,0. 042]

模型方面

　 是否使用匹配方法(Q(1)= 0. 258,p=0. 612)

　 　 否 166 r = -0. 076∗∗ -2. 713 0. 007 [-0. 130,-0. 021]

　 　 是 31 r = -0. 044 -0. 765 0. 444 [-0. 155,0. 069]

　 　 注:k 代表效应大小的个数,r 代表 Pearson’s r 的效应大小,b 代表非标准化回归系数,95% CI 代表 95%置信区间,z 代表 z 检

验的统计值,p 代表 p 值;r 用于分类的调节变量,而 b 用于连续性调节变量;Q 后面括号里的数字代表自由度; ~ 表示 p<0. 1,∗表

示 p<0. 05,∗∗表示 p<0. 01,∗∗∗表示 p<0. 001。

　 　 将所有调节变量都放进模型中,进一步分析多

变量调节效应。 由表 2 可知,就业的测量方式显著

调节了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而其他潜在调节变

量并不显著,进而单变量分析结果也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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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多因素调节效应分析

回归系数 标准误 p 值

文章发表时间 0. 007 0. 011 0. 518

期刊学科类别(社会学类为对照组)

　 经济学类 -0. 113 0. 073 0. 122

　 公共管理类 0. 099 0. 093 0. 287

　 综合类 -0. 093 0. 070 0. 186

是否面板数据 0. 053 0. 096 0. 584

是否全国代表性样本 -0. 005 0. 072 0. 946

是否城市样本(以农村为对照组)

　 城市 0. 035 0. 061 0. 571

　 城乡结合 -0. 043 0. 082 0. 603

数据收集时间 -0. 013 ~ 0. 007 0. 087

社会救助的测量方式(以是否享受低保为对照组)

　 享受低保时间 -0. 136 0. 086 0. 114

　 享受低保数额 -0. 007 0. 076 0. 932

　 专项救助 -0. 052 0. 073 0. 479

　 其他 -0. 057 0. 105 0. 584

就业的测量方式(以就业意愿为对照组)

　 就业状态 -0. 016 0. 048 0. 739

　 工作时长 -0. 114 0. 082 0. 163

　 工资额度 -0. 483∗∗∗ 0. 077 0. 000

　 其他 -0. 038 0. 123 0. 758

是否使用匹配方法 -0. 020 0. 095 0. 833

常数项 11. 048 19. 258 0. 566

　 　 注: ~ 表示 p<0. 1,∗∗∗表示 p<0. 001。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学术界对中国社会救助中福利依赖是否存

在的争论,本研究利用元分析的方法,基于筛选出的

26 篇文献分析了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的总体效应

大小,并从数据、变量、模型、文章四个维度识别了潜

在的调节因素,对福利依赖问题进行了反思,研究结

论如下:其一,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的总体效应为

负值,表明接受社会救助对就业会产生负面影响,中

国福利依赖问题存在;其二,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

的总体效应较小(小于 0. 1)⑨,说明中国福利依赖问

题不是很严重,换言之,尽管社会救助在统计意义上

对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显著性并

不一定反映实际中的重要性或实际影响的大小;其

三,就业的测量方式显著调节了社会救助与就业的

关系,其他潜在调节变量并不显著,是否选择合适的

就业测量方式对于准确评估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

至关重要。

本研究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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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存在福利依赖,但依赖问题并不严重”的结论:

一方面,受低保金对收入的替代效应、专项救助与低

保资格的福利捆绑或叠加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社

会救助一定程度上存在福利依赖的制度诱因;另一

方面,考虑到社会救助制度的优化、劳动力市场的灵

活性以及文化背景的熏陶等因素,福利依赖尚未成

为中国社会救助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或主要问

题,而且中国社会救助的福利依赖现象不同于西方

国家高福利驱动下的“懒汉”现象。 随着低保精准治

理的推进、收入豁免与低保渐退的实施以及分层分

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救助

对象就业积极性将会明显提升。 与此同时,近年来

劳动力市场不断呈现出数字化、灵活化等特征,涌现

出一些适合社会救助对象的就业机会能够为其提供

更多脱离福利依赖的途径。 此外,中国的社会文化

价值观强调自力更生,人们更倾向于通过自己的努

力来改善生活状况。 这种文化背景使得人们更注重

自主发展和努力工作,而不是过度依赖社会福利。

当然,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也不能忽

视社会救助中福利依赖大范围扩散的可能性。 在本

研究看来,要防止这一现象的出现,需完善社会救助

体系以及规范劳动力市场。 社会救助方面,政府可

以进一步推动专项救助与低保资格脱钩,持续优化

社会救助各个项目的审核过程,积极发展社会救助,

尤其是服务类救助。 劳动力市场方面,政府应当努

力做好配套服务,提高救助对象的就业意愿,增强其

就业能力,帮助其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此外,各级

政府应关注和科学监管劳动力市场中的隐性就业、

非正规就业行为,通过社会保障的数字化变革等措

施促进非正规就业的正规化保障。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学术研究领域,研究者

应该关注到数据、变量、模型等方面的多样性和差异

性,这样才能对不同的福利依赖研究进行科学的比

较,并产生客观的认识。 尽管元分析技术能够帮助

研究者深化对中国社会救助中福利依赖问题的认

识,但是作为一种技术,其本身也有局限性:其一,它

只能建立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现有研究的质量对

于元分析结果会有影响;其二,它是对现有定量研究

的综合,无法将相关话题的定性研究和不能获取必

要数据的定量研究纳入分析;其三,它可以衡量两个

变量之间的正相关或负相关的线性关系,但由于救

助、就业等社会问题的关系通常是复杂的,并受到多

个因素的影响。 在探讨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的研

究中,元分析只作为评估研究结果的一种方法,需综

合考虑其他证据和背景知识才能全面理解这些关系

的本质。

注释:

①在地方实践中,低保对象往往被默认为是住房救助、医

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救助项目的需求者,低保资格逐渐成为享

有专项救助的筛选条件。 在这种捆绑式的制度设计模式下,

相较于每个月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低保金,住房救助、医疗救

助等专项救助的补贴更具有吸引力。

②滚雪球(Snowballing)是基于一些关键文献逐步扩大研

究范围,从而获得更多文献的文献检索和筛选方法,常用于元

分析中。

③用求职强度、退出低保的风险等衡量就业的实证研究

较少,但也可以反映就业的状况,因而统一被归入其他这一

分类。

④Pearson’s r 的取值范围小于 Fisher’s z 的取值范围。

⑤因为 Pearson’ s r 的取值范围为-1 到 1,方便比较效应

大小。

⑥Q 统计量用于对效应大小的随机效应进行检验。 原假

设为效应大小的方差不大于样本误差,当原假设被拒绝(p<

0. 05),意味着效应大小的方差不能归因于样本误差,此时随

机效应模型更合适。 Q 后面括号里的数字代表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

⑦I2 在 Q 统计量的基础上,用于测量效应大小的差异幅

度,其公式较为复杂,这里不再列出。 基本原理是,I2 越大代

表越多的效应大小的方差不能归因于样本误差,此时随机效

应模型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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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此处的 Q 统计量主要用于检验效应大小在各个调节变

量的不同类别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 如期刊学科类别

Q(3)= 5. 411,p = 0. 144,说明总体上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

效应大小在不同期刊学科类别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⑨一般情况下 0. 1、0. 3、0. 5 被认为是较小效应、中等效

应、较大效应的分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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